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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酋邦”之争
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

陈 胜 前

摘　要：“古国”与 “酋邦”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两种主要理论，有关二者

关系及其学术意义的争议较多。从多个层面辨析可以发现，两种理论所回答的问题

存在明显差异：其研究视角分属主位与客位，研究路径分属人文与科学。酋邦理论

来自人类学，是进化主义的，其理论构建通过类比获得，优势在于探讨社会复杂化

的机制，在考古学研究中，其研究逻辑是演绎推理。古国理论来自中国考古学，是

历史主义的，优势在于理解文化意义，其研究逻辑是归纳推理。两种理论所代表的

研究路径可以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中华文明探源的目的不仅仅是得到真实

的历史，还在于理解与继承文化意义。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充分结合 “古国”理

论与 “酋邦”理论代表的两种路径，对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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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家或文明起源作为中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广
泛关注。过去二十多年间，不断有重大项目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

近年来，尤其是随着相关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中国文明起源已成为当前中国考
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酋邦”与 “古国”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
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两者分别代表不同的视角与方法，两者的矛盾也折射出中
国考古学的深层次问题。甚至可以说，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中不同学科之间
难以沟通的局面，也要部分归咎于此。鉴于学界迄今尚无相关问题的专门讨论，本
文试图从两种理论所回答的中心问题、研究视角及路径等方面展开辨析，并在此基
础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的路径问题。

一、理论的提出

辨析 “古国”与 “酋邦”两种理论的关系，首先需要确定它们是否讨论的是
同一个问题，弄清不同理论的偏重所在。与此同时，还需要把理论放在纵横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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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关联中加以考察。所谓纵的关联指其来龙去脉，即理论的来源及其在研究实践
中的发展过程。所谓横的关联则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关联指学科理论、

方法、材料之间的联系；外部关联指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与相关学科发展的
联系。

（一）酋邦理论

酋邦理论源于２０世纪前半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正式创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流行于６０—７０年代，其主要倡导者为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按照塞维斯的说法，该

理论是受人类学家奥伯格相关研究启发的结果，后者把南美低地部落社会中一种介
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形态称为 “酋邦”。① 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 《原始社会组

织：一个进化的视角》一书中，塞维斯把酋邦看作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进化阶

段，② 并在其后另一部主要著作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中继续采
用。③ 从７０年代开始，酋邦理论被用于解释考古材料，代表性工作如伦福儒之于英

国韦塞克斯巨石的研究。④ ８０年代，该理论被美籍华人考古学者张光直引入我国，⑤

用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塞维斯认为，人类社会的权力演化经历了 “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一般

发展过程。⑥ 当前西方学术界将酋邦定义为一种具有分层的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或阶等的
（ｒａｎｋｅｄ）社会结构 （由极少精英成员与大众组成）的政治单位，认为在酋邦社会中

由酋长行使公共权力，同时具有次一级的村落首领，有效控制由若干个村落组成的
一片区域。⑦ 按照这个定义，酋邦可以提供诸如安全、基本福利等公共产品，有萨

满或宗教领袖 （祭司），有专门的工匠，但这些工匠并不专职为酋长生产奢侈品，也

没有固定的公职人员与相关制度。

塞维斯认识到人类社会在游群阶段并非没有社会管理，只是更多依赖习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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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通过日常实践，在反复协商的过程中，自动形成一套规范，由此管束人们的
社会行为，如霍德对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的研究。① 这样的社会偶尔也可能形成大
的组合，按塞维斯的说法，其社会基础仍然是 “分节社会”，即缺乏 “神经中枢”；

一旦瓦解，仍然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相比而言，国家是打破了分节社会基本结
构的社会，如祖鲁人夏卡与夏威夷的 “文化革命”，② 统治者有意破坏分节社会的组
织方式与意识形态，以实现全体成员对首领而非对各自部落的忠诚。需要说明的是，

塞维斯只是注意到这些现象。他没有提炼出酋邦与国家的区别，而是强调国家在武
力、社会规模、官僚机构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他也没有注意到酋邦的基础仍是分节
社会，而国家的形成则需要打破分节社会。

塞维斯的模式主要是从大量民族志材料中得到的，民族志是酋邦理论立论的材
料基础。此前，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过类似的一般模式。所不同的是，塞维斯拥有
更完整的民族志。塞维斯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民族志研究发展的巅峰期，因为此后
新产生的民族志显著减少。尽管塞维斯也研究了古代文明，但是考古材料与民族志
材料正相反，有关古代文明的考古材料及其研究是不断丰富的，当时塞维斯所掌握
的考古材料非常有限，尤其对中国文明而言更是如此。基础材料来源的强烈反差让
我们不得不追问，基于近现代民族志得出的一般模式是否同样也适用于古代文明？

有研究认为酋邦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打破了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的二段论，③ 实际
上，塞维斯是以酋邦替代了前国家社会，重新创造了一个从游群、部落、酋邦到国
家的四段论。酋邦理论作为一般模式，是否存在适用条件，塞维斯基本没有考虑。

酋邦理论能否与考古材料结合，塞维斯也没有考虑。

（二）古国理论

古国理论是苏秉琦于１９８６年正式提出的。古国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５年
在河北承德召开的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当时在讨论文物保护工作重点时，苏秉
琦提到两个重点，就是古城和古国，它们主要指历史时期的遗存。后来这两个概念
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按照苏
先生自己的说法，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里，生搬马克思主义经典，硬套
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因而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回到考古材料，回到中国
自身的问题———研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历史进程。他说：“当时，考
古学文化区系问题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方法提出来的，并未涉及田野考古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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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问题。课题明确了，还有如何落实的问题。现在提出 ‘古文化、古城、古国’
这个概念或课题，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古文化主要指原
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与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
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① 苏先生提出古国理论的具
体材料背景是当时辽西地区发现了东山嘴、牛河梁、胡头沟等一系列重要的遗址，
出现坛庙冢组合所代表的祭祀遗存。
苏秉琦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周秦考古，后来他的研究领

域拓展到史前时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秉琦曾经在徐旭生指导下工作。徐先生深
谙古史，同时也熟悉近代科学方法，他的学术思想在苏先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②
促使古国理论诞生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苏先生个人的田野考古实践。在中国考古
学研究中，把考古实践与古史文献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研究取向。之后苏先
生在古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
草原续生型三模式等学说，③ 为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基本
理论框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国理论的基础是区系类型理论，区系类型理论的
核心是考古学文化。而考古学文化所说的 “文化”其实是指一系列的标准或规范，
这与功能主义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明显不同，后者认为文化是人应对外部挑战的手段，
是功能意义上的。④ 从这个角度说，古国理论是立足于田野考古实践的考古学理论；
相比而言，酋邦理论是立足于民族志的人类学理论。
古国理论旨在指导当时的考古学研究，即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概括中

国文明起源的形态。它的贡献在于，让中国考古学能够汇集不同学科的成果，共同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古国理论试图理解 （不是解释）中国
文明起源的方式及其来龙去脉。它的目的不是要解释中国文明为什么以及如何起源，
因而不涉及文明起源的机制问题。

（三）学术界有关两种理论的看法

目前学界有关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人类学或科
学式的，它认为酋邦理论汇聚了全球范围人类学、史前文明以及西方思想成果的研究，
而中国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采用酋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明起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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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古国的概念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理论构建的方法不科学。① 第二
种观点与之相对，它批评酋邦理论，强调中国文明发展自身的特殊性，主张立足古
国理论解释中国文明起源，认为酋邦理论并不能解释世界上多样的文明，这种观点
是历史学或人文式的。这种观点同时认为，理论争论对考古学研究的影响甚微，一
线考古学者很少采用酋邦概念。②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它承认酋邦理论的贡献，

也承认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但认为应该进一步丰富古国理论的内涵；③ 或
是认为两种理论都有问题。④

以上三种观点都没有论及酋邦与古国理论的理论基础，因此无法给予两种理论
合理的位置。学界围绕两种理论发表了大量论文，各种观点可以在相关综述中得到
比较全面的了解。⑤ 除了研究之外，学界还组织了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次对话，

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是存在许多困难。有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辨析两种理论，

了解理论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的途径，为构建中国
学术的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这一研究的更深层意义，还涉及如何面对我们的历史与
学术传统，在保持开放、借鉴的同时批判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协调考古学研究中
科学与人文两条途径的关系，等等。

二、理论含义的差异

（一）讨论文明起源的不同概念及其内涵

通常我们所说的文明起源就是指国家起源，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究竟什
么是国家，则争议较多。按照恩格斯的认识，国家有别于氏族的地方，在于按地区
而非血缘划分国民，以及设立了用于统治的公共权力。⑥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公共
权力和人民大众分离。⑦ 按照较晚近的认识，国家是具有双重性质的存在，既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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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３页；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
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古代文明》第２卷，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２页。
参见李新伟在２０１９年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的发言。
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陕西省文物局等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
究》，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４—４６９页。
如赵春青：《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东南文化》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常怀颖：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四川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３２页。



共产品的剥削工具，同时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① 不过，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有关国家的定义各不一样，国家的概念适用于现代社会，而难以用于前现代社会。②

国家本身是个现代概念，与之类似的概念还有国家的基础———民族。

与国家概念类似，文明这个概念是直到１８世纪晚期才出现的，与 “野蛮”相对
应，它由启蒙运动中改革主义精神孕育而生，是启蒙运动改革精神最直接的产物。③

文明概念本质上也与现代性概念及其承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就文化与文明
展开争论时，很大程度上是在争论现代性的功过是非。④ 在论及文明的内涵时，马
兹利什最认同一位伊朗学者的观点，即文明中应该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一是
一套清晰的世界观，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宗教，其
中以宗教形式出现的频率最高；二是一套连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这套体系
又常常具体以一个帝国或者一种历史体制的面貌展现出来。⑤ 文明的内涵较之国家
更宽泛，包括国家在内，国家是文明必不可少的特征。

以国家或文明概念为中心来讨论文明起源问题主要见于１９世纪中后期到２０世
纪中叶之前，这两个概念所附带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适用范围。⑥ 也就是
说，它们不适合描述史前时代文明或国家刚刚形成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当代学术
研究中，它们只用于一般性的描述，而很少用于定义严格的情境。为了避免国家这
一概念，后来荷兰学者克莱森又提出 “早期国家”的概念，⑦ 还有 “前现代国家”

的说法，⑧ 不过后者比较宽泛，没有 “早期国家”概念那样有明确的定义。就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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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Ｄｕｒｂｒｅｕｉｌ，Ｈｕｍ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２０２．
参见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参见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

２１页。
参见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第２０页。
参见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第２４页。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是指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基础形成的知识体系。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思潮，然后伴随着西方世界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而成
为主导性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心物二元论的本体论、相应的认识论与价值观。现代
性支持以个人为本位、以西方为中心的反传统的普世价值体系，这种价值具有排他性、
唯一性。

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Ｓｋａｌｎíｋ，“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ｉｎ　Ｈ．
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Ｓｋａｌｎíｋ，ｅ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Ｈａｇｕｅ：Ｍｏｕｔｏｎ，１９７８，ｐｐ．３－
２９．
Ｊ．Ａ．Ｓａｂｌｏｆｆ　ａｎｄ　Ｐ．Ｌ．Ｗ．Ｓａｂｌｏｆｆ，ｅｄｓ．，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Ｓａｎｔａ　Ｆｅ：ＳＦＩ，２０１８．



的概念而言，在塞维斯之后，厄尔提出酋邦有发展过程，存在简单与复杂之分。①

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将酋邦与国家视为两极，那么最终的区分似乎落在了复
杂酋邦与早期国家之间。

（二）元概念：社会复杂性与系统状态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考古学界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时更多采用 “社会复杂性”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的概念。② 社会复杂性从空间上看是多态性的、灰色的、梯度
的；从时间进程上看，具有阶段性，也是多态性的。时间与空间上的混杂让我们对
社会复杂性的判断更加困难，这里需要引入 “系统状态”这个概念，它是我们对社
会复杂性程度的衡量，让我们能够沟通早期国家、酋邦等概念，得到一个具有不同
社会复杂程度的完整序列。我们可以把社会复杂性与系统状态称为 “元概念”，它们
是更具备统括能力的本原性概念。由此，当代学术意义上讨论的国家或文明起源就
是在探讨社会复杂性系统状态的发展程度。

社会复杂性具有古老的渊源。人类近亲黑猩猩的社会可以作为早期人类社会发
展的参照，黑猩猩社会存在交配权与食物控制权的争夺，存在生存领地的争夺。黑
猩猩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暴力，包括一个群体成员对另一个群体成员的
谋杀。③ 人类早期社会的复杂程度无疑要高于黑猩猩，因为人类有更好的语言交流
能力以及技术能力。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密度提高，狩猎采集群体大规模的
聚集更常见。④ 石器技术风格变化逐渐清晰化，代表社会群体可能有了更明确的边
界。这一时期外来物品也明显增加，显示社会群体交往的范围扩大。个人装饰品普
遍出现，它可以代表个体身份，发挥 “不在如在”的效果，摆脱了社会交往长期依
赖面对面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交往的效率；同时，个人装饰品还有助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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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ｒｌｅ，“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６，１９８７，ｐｐ．２７９－３０８；“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１９８９，ｐｐ．８４－８８．
Ｊ．Ａ．Ｓａｂｌｏｆｆ，“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ｏｕ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Ｊ．Ａ．Ｓａｂｌｏｆｆ　ａｎｄ　Ｐ．
Ｌ．Ｗ．Ｓａｂｌｏｆｆ，ｅｄｓ．，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ｐ．１－１４．
参见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赵芊里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狩猎采集者社会在食物丰裕的年份常组织规模较大的聚会，聚会的人数可能达到５００
人，人数远远超过一个狩猎采集群体的规模 （通常不超过５０人），聚会是发展婚配关
系的机会，当然，也会促进狩猎采集社会的整合，形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群体认同。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Ｌ．Ｒ．Ｂｉｎｆｏｒ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Ｂｅｒｋ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１７．



个体身份认同，① 这为后来群体领袖角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考古发现还显示旧
石器时代晚期暴力活动增加，尤其是在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群体中。研究显示，狩
猎采集社会的暴力活动较之农业与工商业社会更频繁，导致人口损失比例更高，

仇杀与劫掠通常会导致损失十分之一的人口，有的甚至达到五分之一，其暴力程
度比战乱频繁的中世纪欧洲要严重１０—２０倍，比血腥的２０世纪中叶的欧洲要严
重３００—６００倍。② 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复杂性发展的部分要素早在旧石器时代
晚期已经具备。

不过，真正的文明是在农业基础上出现的。尽管人类早在４万多年以前就进入
了澳洲，比人类进入美洲早得多，但是这里没有发展出来文明，原因就在于没有农
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复杂性发展较晚、程度不高也主要因为农业发展条件不
佳，缺乏适合驯化的物种。农业虽然又称为 “食物生产”，其实并不直接生产食物，

而是让动植物生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的本质是控制动植物，即所谓驯
化物种。农业还需要劳力与土地资源，必然导致对劳力 （人）与土地资源的控制。

农业需要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劳力也随之丧失了流动性。农业可以带来更多生产
剩余，促进人口的增加。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控制土地与人口的相对收益远多于
狩猎采集时代。资源 （土地、劳力、驯化的动植物）控制成为社会生活组织的关键
要素，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推动该区域范围内社会复杂性进一步发展。

从农业起源到复杂社会的出现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三个复杂社会
共有的因素：不平等、神权或制度化的公共权力、合法化的武力，三个要素相互促
进。农业起源需要克服狩猎采集社会的价值阻碍，打破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增加
生产剩余。③ 早期农业社会人群规模小，是由习俗主导的，人与人之间相当熟悉。

同一社群内要实现武力控制是困难的，而通过神权，则较容易克服习俗的阻碍，领
袖因为与神祇的特殊联系而得到合法统治权，不平等在此过程中也神圣化。合法化
的武力则是群体之间兼并以及防止群体分裂的手段。

社会复杂性起源研究中一个困难的部分就是对系统状态的界定。社会复杂性是
社会系统整体性的涌现，其变化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意
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社会复杂性的起源很可能是由若干个阶段组成的，其发展更可
能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酋邦是走向国家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
态；但酋邦容易崩溃，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形态。有研究认为国家就是为了稳定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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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歇尔·萨林斯： 《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
第４８—１１５页。



邦而形成的结构。① 在社会系统状态转型阶段，往往会存在各种各样带实验性质的

社会形态，酋邦可能只是其中某个阶段的一种形态，不能把酋邦视为从平等社会到

国家社会唯一的中间环节。同属新进化论的弗里德则在相当于酋邦的阶段区分出阶

等社会与分层社会。② 有关酋邦的类型还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分类。③

社会复杂性概念较之早期国家、酋邦更加包容，避免了既有概念本身原有的含

义，更容易融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体研究中可以采用诸如景观研究、生态研究以

及化学与生物研究的手段。④ 如有研究结合进化生物学、人类学与政治科学，提出

多层选择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进化论能够解释复杂等级制的形成，研究者可以运

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然后用经验材料进行检验。⑤ 社会复杂性起源涉及复杂系统

变化的问题，可以运用复杂性理论进行解释，超越我们长期采用的还原论。简言之，

社会复杂性概念因为更少有历史包袱，反而成为研究文明起源时比较合适的概念。

（三）酋邦与古国的社会复杂性的关键差别

古国的含义更接近早期国家，而非酋邦。“邦”与 “国”之间有系统状态的根本

区分，宜区分开来，“邦国”之类的说法不可取。这里所谓的 “邦”可以是酋邦，也

可以是文献中所谓 “万邦”中的 “邦”，它代表社会复杂性的起始阶段；所谓的
“国”指社会复杂性较为成熟的系统状态，当然与历史时期的国家相比，还不够完

善，但是它已经有较为完备的社会系统的组织结构。“邦”与 “国”都属于间断平衡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的一种状态，两者的社会复杂性存在整体上的差别。许多

邦可能融合成一国，也可能在这样的系统状态下长期停留或瓦解。

酋邦理论的关键意义是它探讨了社会复杂性的形成机制，即社会如何从相对平

等的状态发展出社会等级，然后形成一些人长期垄断公共权力的局面。而古国理论

讨论的是一个具有更高复杂程度的社会，它具有大型城市、精致工艺、复杂仪式等

特征，同时有相当的疆域范围，即 “国”的系统状态。如果我们能够理解 “邦”与
“国”的系统状态不同的话，那么酋邦与古国的矛盾就迎刃而解。遗憾的是，当前学

界尚不能准确区分 “邦”与 “国”，塞维斯本人也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后来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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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限扩大酋邦的概念，包括塞维斯本人也是如此，如把夏威夷的政权也称为酋邦，

现在学界更多认为它已经是国家。如果按前文乔菲－里维拉 （Ｃｉｏｆｆ－Ｒｅｖｉｌｌａ）的定义，

酋邦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可以只由若干村落组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邦与国的

区别主要体现在规模与中心化程度上，如果没有出现中心化 （主要表现在城市、礼

仪建筑、工程设施等方面），就意味着还没有完成社会整合，社会复杂化的系统状态

还没有实现质变。

三、视角的差别：主位与客位

具体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探讨之中，酋邦与古国理论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视

角。酋邦理论的引入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探讨。它之所以受到欢迎 （主要在

历史学者中），一方面与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相对单一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科发展所

存在的外部关联相关。同样值得思考的是，相比于酋邦理论，国内考古研究者更愿

意采用古国理论。两者的差别不能简单以开放与保守而论，两者除了上述含义上的

区别之外，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个是考察视角，另一个是逻辑推理。

（一）客位的视角

酋邦理论的代表人物塞维斯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宾福德都出自密歇根大学人

类学系的文化进化论学派。过程考古学的主张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考古学要 “更科

学，更人类学”，这两项主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要站在客位的立场进行研

究。过程考古强调科学，包括在一般意义上把考古学看作科学，注重科学推理，也

包括特殊意义上的关注自然科学分析方法。过程考古把考古材料当作科学材料，检

验理论与假说。为了保证考古材料的客观性，过程考古专门发展了考古材料的形

成过程研究。为了跨越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之间的鸿沟，过程考古倡导发展 “中

程理论”，建立科学的推理。酋邦理论试图采用同样的发展路径，希望形成跨文化

的适用性，而不必考虑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因素的影响。

客位的视角有利于开展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进而发现文明起源背后的 “机制”

或 “规律”。

然而，在考古学研究中应用酋邦理论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酋邦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是人类学家在民族志中提炼出来的；把它上升为一个具有

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覆盖古今不同地区多样的文明化进程，并不符合事实。

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现代性的观念，现代性追求普适性、确定性、绝对性，研究的

目标是要找到一个普适的、绝对的解释。现代性是人征服自然的产物，也是西方征

服其他社会的产物。如果不经任何审察或反思就利用这样的理论，必定会把现代性

的问题带入研究之中。美国是现代性的典型代表，没有历史的约束，排除了美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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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挟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又处在第三次技术浪潮
的前沿。在一片乐观主义的氛围中，研究者把功能主义、新进化论结合起来，追求

一般性的解释。

酋邦理论虽然号称新进化论，自认为不同于１９世纪的社会进化论，但是塞维斯
把酋邦看作走向国家社会的一个普遍阶段，把民族志中的非洲、美洲土著社会发展

阶段等同于数千年前的欧亚社会，实际上与１９世纪的单线进化论并没有本质区别。

按照这一理论，全世界历史与现实中的社会都可以在其社会演化路线中找到自己的

位置。在现代性的主导下，文明起源存在统一的路径，这个路径的标准就是西亚模
式，柴尔德将之归纳为十个标准。①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也时常采用这个标准。

酋邦理论来自美国人类学，自然带着客位的视角。美国人类学的传统是研究印

第安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表现在考古学领域，因为所研

究的考古材料与研究者自身没有文化历史关联，于是他们倾向于客位的视角。客位
的视角本身就是对抗性的、批判性的、对立的、非认同的、非理解性的 （而是解释

性的）。客位视角寻求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性，其中带有设定的价值与偏见，对

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承认其合理性的同时应该反思其局限性。

（二）主位的视角

主客体不分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中国近代科学未能充分发展

的原因之一。站在客位的视角，排除主观想法的干扰，更有利于探索事物发展本身
固有的规律。其优点在自然科学发展中表现得充分无遗，主位的视角似乎是多余的。

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位的视角是不可替代的。古国理论就是从主位视

角出发的研究。曾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在国家起源理论上，中国学者能贡献什
么？② 这个问题至少有一个答案，我们可以贡献主位的视角！

与客位视角适合去解释 （ｅｘｐｌａｉｎ）过去不同，主位的视角更适合理解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过去。在２０１９年７月河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 “夏文化”国际研讨班上，

有关 “夏”是否存在的问题，欧美学者 （华裔学者除外）普遍反对，几乎无一例外，

而中日学者赞同者多 （中国学者中有少数怀疑者）。③ 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现象，但

现象本身还是值得关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日本学者不站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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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一边呢？这是因为西方学者的视角是客位的，强调科学、实证，不能证实就是
没有 （这其实并不符合波普尔对科学的定义）；主位的视角是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历
史、中国文献，这种理解需要切实的中国文明体验。有这样体验的研究者会意识到
商文明已经非常成熟，它不可能是突然产生的，文献不可能都是空穴来风，中国文
化的不少因素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中日学者有共识。

理解是整体性的、体验性的、直觉式的，无法还原为逻辑分析。古国理论正是在理
解中国古史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与考古材料、传世文献以及中国学术传统有更好的
亲和力，这不是客位视角所能做到的。

中国考古学乃至中国学术有自身的任务，这与特定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
相关。当代中国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学习世界文化先进成果的同时，还需
要继承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这一任务引领下，我们需要
重建古史，弘扬文化传统。２０世纪初，陈寅恪曾有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
欲死”的喟叹。国家衰败之时，失去国史是个标志。重建国史是当代中国历史学者
的任务，考古学负责重建其中的史前史部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苏秉琦就曾提出这
一倡议，并指导了这一工作。① 古国理论是重建中国史前史，尤其是文明起源史的
指导思想，它代表我们在主位视角上的努力。

中国考古学重建过去的任务并不仅仅指构建起史前史的时空框架，甚至也不
止于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还应该包括文化意义的重建。中国文化的载体不
仅仅只有文献，更在于实物材料，而这些物质材料都是有文化意义的，其意义的
形成都有其过程。意义重建的目的不仅是传承与弘扬文化传统，还在于发挥文化
遗产的现实价值。而这样的任务不可能在客位的视角下完成，必须采用主位的
视角。

主位的视角还涉及话语体系的构建。话语体系与价值判断是密切相关的，当我
们采用某一话语的时候，就会存在价值移植的问题。历史学的阐释必定涉及价值观。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讨论时，就会发现
存在这样的情况，研究者把某些客位视角的话语体系普适化。除了话语体系的有无，

还有话语的效果，建筑学家王澍曾说，我们现在总谈东西方文化冲突，其实这种冲
突是一个假设，并不是真的，其实质就在于我们总把自己的传统认定为不好的，是
坏的。② 苏秉琦的古国理论属于中国考古学自身的话语。遗憾的是，苏秉琦之后的
中国考古学研究反而少了这种标志性的概念。

需要强调的是，主位与客位的视角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两
者之间存在对立的同时也存在互补。在人类学研究中，本来也有主位 （ｅｍｉｃ）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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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ｅｔｉｃ）视角的区分与争论。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考古学理论领域出现了 “人
文转向”，作为代表的后过程考古学强调多元叙事、平权表达，与之相应出现了 “本

土 （或称土著）考古学”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② 代表一个地方或族群的主位

认识。主、客位视角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前者强调人文，后者强调科学。

就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言，古国理论能够与中国历史、传世文献等更好地联系起来，

更有利于理解考古材料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弥补客位视角的不足。当然，从客位视
角可能会发现主位视角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如有研究采用墓葬材料分析古代中美洲

的社会分层情况，结果发现了比运用主位视角的直接历史法 （ｄｉｒｅ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所得更细致的差别，③ 这里客位的视角就弥补了主位视角的不足。

四、推理逻辑之分

当代考古学研究的推理逻辑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上需要提出假

说，进行多学科分析，进而检验假说；④ 宏观上则包括三条推理途径：归纳、演绎

与类比。演绎推理需要从理论推导出可以通过材料检验的假说。归纳是从事实材料
上升到概念高度上去，而不是局限于材料特征形态的归纳。类比提供参考的框架，

为考古学家复原过去提供参考。

当然，三种推理各有其弊端，需要相互协作，都不可或缺，这不是由研究者的

偏好决定的，而是由考古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就归纳推理而言，从考古材料

中是不可能直接推导出如酋邦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必须有理论先导，否则无从

定义社会组织形态。就演绎推理而言，如果不能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也会失去生
命力。就类比推理而言，构建理论与材料之间的桥梁是当前研究的关键所在，也就

是所谓的 “中程理论”。三种推理都是我们需要运用的，但三者并不是一回事，需要

加以区分，而目前的学术研究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差别。以至于支持古国理论

的研究者认为酋邦理论脱离考古实践，而支持酋邦理论的研究者又认为古国理论缺

乏理论清晰度。

古国理论与酋邦理论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推理逻辑。古国理论采用的是从考

古材料出发的归纳逻辑。苏秉琦是考古学者，他非常强调熟悉考古材料，“古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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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从考古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个概念是考古学家的概念工具，它跟
“考古学文化”概念一样，都借鉴了相关学科的成果。考古学文化从人类学中借鉴了

文化的概念，古国则从政治学中借鉴了 “国”的概念。考古学文化并不等于人类学

中的文化，它只是一定时空范围内遗存特征的组合，通过它考古学家能够研究古代

社会群体 （考古学文化并不等于族群）。同样，古国并不等于政治学定义上的国家，

而是考古学家借此研究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概念工具。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古国理

论的意义至关重要。将古国实体化，就像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族群一样，超越了该

理论原有的范畴。

基于民族志研究的酋邦理论，从逻辑上说，它也是归纳的，不过是从民族志材

料中归纳出来的。但是，用于考古学研究时，实际应该是类比推理，即认为古代文

明起源类似于民族志上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矛盾的是，在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

酋邦理论是以演绎推理的角色出现的，即它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由此演绎，进

而解释考古材料。从该理论出发，研究者推导出酋邦可能存在的物质遗存表现形式：

有层级的聚落结构体系、有等级分化的墓葬、存在专业分工的手工业生产等。演绎

推理成功的首要前提是理论要有足够的普遍性；次之，从普遍理论能够推导出可以

在考古材料中检验的假说；最后，是能够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从上文的分析中我

们可以看到，当前有关酋邦理论最大的争议就是它的古今一致性，比如国外研究者

在考古材料中并没有发现塞维斯所强调的再分配，尤其是生活物资的再分配，交换

与分配的更多是奢侈品，或称威望物品；① 国内研究者在中国的考古学材料中也发

现了类似的现象。②

为了进一步确定酋邦理论的性质，不妨与相关的理论进行比较。在既有理论中，

马克思主义有关文明起源的经典理论揭示了国家的基本性质，属于高层理论。马克

思主义认为选择有政府的制度是因为它能比无政府状态更好地管控日益增加的社会

矛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则，尤其是建立高于矛盾双方的规则维护机构 （政府），保

护群体与个人的利益，避免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杀戮；这里国家更多的是保护统治

阶级的利益。③ 文明起源的水利、④ 农业、⑤ 战争⑥等理论则是次一级的理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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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参见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８１—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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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是国家起源的一般动力，这些因素是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因。如农
业导致人口的增加 （密度与总人口规模）、定居 （固定的聚落与领地），群体内部与
群体之间的竞争加剧。① 科勒等运用四大洲６４个考古遗址的 （其中包括白音长汗、

南台子、赵宝沟等中国遗址）大数据分析，注意到农业与政治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加
剧了经济不平等，更早进入农业时代的欧亚大陆比美洲更不平等。② 至于卡内罗提
出的战争理论，是把农业与战争结合在生态框架中，即早期国家出现在农业扩展受
限的区域。特斯塔特的 “王臣”理论提出较晚，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虑，提出国
家起源于依附关系，尤其是首领与亲属之外成员的依附关系，解释为什么奴隶制能
够产生。③ 这些理论涉及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不同层面，其实是相互补充的，并不
构成排他性的解释。

酋邦理论试图建立跨文化、跨时代的统一性，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人类社会复杂
化的机制。在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塞维斯希望用酋邦理论替代马克思主
义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认识。从这个层面上看，它似乎是高层理论。不过进一步细
究，就会发现它的贡献更近似于 “王臣”理论，讨论的是公共权力的形成机制，特
别强调公共资源的分配。然而，酋邦理论没有解释清楚从分节社会到等级社会，人
们是如何突破既有的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的，按照福山的说法，后者也就是分节社
会的社会资本。④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应该）尽量避免包罗万象的关于文化
变化的社会和生态模式，代之以个案或特定制度研究”。⑤ 研究者开始认识到社会科
学研究很难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社会运作过程中有可以称之为 “机制”的
东西，但条件不确定，结果未知。⑥ 这是因为社会运作存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关联，同时还需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发展或演化固然有其规律，但是仍然需
要人的主观努力 （能动性）才能实现，人的世界是主动的世界，而不是被动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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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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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钱穆的说法，人文界以主动为特征。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国家的复杂社会不
仅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能动性的体现。

五、回到考古材料

所有的理论或假说最终都要接受考古材料的检验。数十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
源的考古发现日渐增加，研究者注意到考古材料已成为相关研究的核心与导引。②

尤其是２１世纪以来，良渚、陶寺、石峁等古城的发现，极大地冲击了有关中国文明
起源模式的传统认识。比较一下当前的考古材料研究与理论研究，有助于了解两者
之间的差距，深化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思考。从目前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中我们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一）中国文明起源过程是多阶段的

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的探索，对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了解更加细致，目
前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这个过程具有阶段性，但究竟分为几个阶段则有不同意见。

比较概略的划分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之前为一个阶段，即前
王朝时代，之后是王朝时代，二里头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约束，是所谓的 “广域
王权国家”。③ 这种划分采用的是特里格的分期方案：城邦国家与广域国家。④ 有观
点把二里头之前的时代再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古国阶段前期与古国阶段后期。⑤

还有一种意见把二里头之前的时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６０００—５３００
ｃａｌＢＰ）为最初的中国，以红山、庙底沟、大汶口、大溪、凌家滩、崧泽等考古学文
化为代表，出现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形成基本的互动圈；第二个阶段 （５３００—

４３００ｃａｌＢＰ）以良渚、屈家岭、大汶口、马家窑等文化为代表，这是个动荡调整时
期，出现一系列的古城，社会出现分层，社会下层的物质文化趋于简单、同一；第
三个阶段 （４３００—３８００ｃａｌＢＰ）为龙山时代与早期王朝时期，可以称之为王国时
代。⑥ 不过，这个划分方案中的良渚具有发达的社会分工、等级分化的墓葬、规模
巨大的古城与水坝系统以及武力与暴力证据，充分表明当时存在强制性的公共权力，

·６７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年第７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２页。
参见常怀颖：《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四川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页。
参见许宏：《“连续”中的 “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参见王巍：《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览》，《中国社
会科学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第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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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有 “国”的特征。① 所以就社会复杂性发展程度区分而言，不如划分为古国前
期与后期更合理。社会复杂性的源头还可以追溯至更早的阶段，如裴李岗文化已经

发展出后来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物质文化。②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

前期的孕育，不可能在距今５３００年前后涌现出大型古城、祭祀建筑、水利工程等。

（二）不同地区文明起源进程存在差异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带来的重要成果，进一步否定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中原中

心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第一波较为成熟的文明浪潮开始于长江流域，以良渚、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第二波以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峁古城为代表；

第三波才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崛起。当然，这不是说第一、二波时中原地区没有文明
的发展，而是说在进程上不如周边成熟。除了这些核心地区，黄河上游一带还有马

家窑文化、东北地区的渔猎新石器文化、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以及西南与华南一

带的新石器文化都参与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史前文明
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亚草原地带，这个地带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流动性更

高的人群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来自中亚、西亚或是更远地区的文化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至于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已知如马、

牛、羊、大小麦等动植物来自欧亚草原带的交流，金属冶炼技术也受到了影响。如

果我们从中国文明体系的角度来理解，就会发现地区差异性与东西方呼应的格局都

是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因素，也正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三）不同区域的文明形成过程中存在不同模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比阶段差异性更明显的是不同地区存在文明发展模式
（或称系统）的差异。关于文明的模式，李伯谦曾根据用玉的区别，认为存在两个模

式，③ 还有研究认为存在三个模式，④ 实际上存在的模式可能更加多样。以良渚文

化为例，它分布在不同文化生态单元中，包括滨海、山区、平原沼泽、河湖滨等。

基于民族志的研究我们知道，利用水生资源 （渔猎）有利于社会复杂性的发展 （因

为其资源分布固定且稳定），因此在长江下游与钱塘江流域较早出现社会复杂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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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长江流域具有较好的航运条件，中下游之间地区可能存在较多的贸易交换，表
现在刻符陶器与部分可用作陶筹的陶器上，商业可能在该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①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的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以宗教礼仪建筑以及葬玉制度而
著称，但一直没有发现大型的居址或城址，显示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整合形式更多
依赖神权，而较少依赖经济与武力手段。但是，北方地区石峁古城的发现让我们看
到完全不同的面貌，由此我们需要将中国文明置于欧亚大陆文明的大格局中考虑，

它的商业以及暴力色彩呈现出非常外向的特征。而陶寺又有所不同，其宗教色彩不
浓厚，“务实”且 “世俗”。② 这种特征更类似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生态单元之间
的差异小，单元之间的相互需求相对有限，而单元内部分化可能更大，社会更多需
要通过再分配来完成组织，形成中庸稳重的特性，同时这里也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地
带，因此，最终在这里完成了中国文明的整合。③

（四）中国文明多元一体与连续发展

在中国文明发展的早期，不同地区各领风骚，没有持续的中心，不同地区各有
贡献。陶寺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礼乐文明、宴饮习俗，良渚的用玉制度、工程
水利，红山的用玉制度、天地礼仪，石峁的军事防御、贸易交换，石家河的图像符
号，山东龙山的酒文化，如此等等，最终向中原汇通，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说，

这个长达１５００多年的古国阶段，代表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奠定了中国文明的
基本格局。最终从无中心的多元走向有中心的多元一体。④ 从古国阶段，到夏商周
及此后的历史时期，中国文明连续发展，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一脉相承。这是中国
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能够采用直
接历史法的基础。

六、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的途径

当代学术研究最大的分野莫过于科学与人文，这个分野深刻影响到当代考古学
的理论方法，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分别对应着这两种导向。科学导向的研究
以逻辑推理为中心，侧重于解释，研究暗含着对普遍原则的认同。人文导向侧重于
理解，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共情式 （ｅｍｐａｔｈｙ）体验，其研究注意来龙去脉的历史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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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条分缕析的背景关联分析，暗含着主体对自身理解能力的确认。在当代历史与
考古学研究中，这两种研究导向通常又是交织混合的，很难截然分开。酋邦理论偏
向科学导向，是 “进化主义的”，强调普遍意义，主张探索文明起源的机制。相比而
言，古国理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偏向人文导向的研究，它是直接历史法的应用，是
“历史主义的”，它基于中国学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采用这种途径，更着重于
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追溯，冯时在天文考古上的探索较有代表性，也比较成功。①

长期以来，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的目的都是认识或重建真实的历史，所采用的
途径就是科学。坚信历史存在确定的真实性，研究者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认识到
这种终极的真实，尽管道路可能曲折、困难。不过，文明探源与古史重建还有另一
个重要目的，那就是理解文化意义。考古学的对象是物质遗存，它是人们生产生活
的直接遗留，并且在此过程中，为文化意义所渗透，这些文化意义反过来影响社会
的构建。如果按照后过程考古的说法，物质遗存就是文本，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工作
应该是阐释。② 不理解中国文明，而进行所谓的文明探源，也不可能充分接近历史
真实。人文角度的研究并不离开历史真实，相反，它会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历史真实
的认识。
澄清了研究目的之后，我们再来看方法论。科学与人文作为两条相互补充的路

径，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物质遗存不会自己说话，要让它说话，必须通过考古推
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透物见人”。整个推理过程至少有五个层次，同时包括演
绎、归纳与类比三种推理。③ 在中国文明探源的研究中，目前演绎逻辑的研究相对
较少。理论研究针对的是古代社会现实，而不是物质遗存，需要进一步的演绎，理
论研究才可能与物质遗存结合起来。酋邦理论立足于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它所讨论
的是具体的社会，而不是这些社会的物质遗留。塞维斯在民族志材料上对酋邦理论
进行了建构，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将其视为一个人类社会演化必不可
少的阶段。不过，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而言，民族志材料是非常有限的，尤其
是有关国家起源的，所以，也就不能不让人怀疑，酋邦可能属于非典型的社会复杂
化现象。也因此，有研究认为酋邦理论根本不能包括走向社会复杂性的多样化路径，

该理论已经破产。④ 不过，我们可以把从民族志角度展开的研究视为人类社会演化

·９７１·

“古国”“酋邦”之争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

①

②

③
④

参见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Ｉ．Ｈｏｄｄｅｒ，“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ｒ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ｖｏｌ．８，Ｏｒｌａｎｄｏ：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１－２６．
参见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 “透物见人”问题》，《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Ａ．Ｗ．Ｂａｒｋｅｒ， “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ｓ，”ｉｎ　Ｒ．Ａ．Ｂｅｎ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ｐ．５２６．



的某种历史实验，① 对我们认识社会复杂化机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从考古材料出发，囊括尽可能多的案例，从中提取共性，然后升华到理论层次
上来，就是归纳推理。采用归纳推理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案例足够丰富，必须考
虑到中国之外的材料；除了古代的材料，还必须考虑相对晚近的民族志材料，它们
也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二是要进行提升，共性特征的识别还不是理论建构，需
要经过抽象化过程，才能上升到理论。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
言，归纳推理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研究之中还非常缺乏世界其他地区的案例，

同样也缺乏民族志材料，这应该是今后研究需要弥补的。研究者发现，对国外文明
起源研究成果缺乏深度了解阻碍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进行。②

总的来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机制的探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三条推理途径
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从理论到材料的演绎推理，优点在于能够更多发挥研究
者的创造性，更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更少依赖考古材料。但是，从理论
到材料，中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有效的演绎不容易实现。而缺乏这个环节，很容易
出现 “以论代史”的状况，即拿材料直接去套理论，直接把理论当成了历史。③ 类
比推理的优点在于鲜活、具体，这正是考古材料所缺乏的，它的不足是存在历史、

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古今不一致的问题。归纳推理从材料出发，让材料说话，基
础扎实，但是其成本高，而且要获取充分的材料并不容易；再者，归纳推理最终提
出的理论是超越既有材料范围的，即可能出现想当然的情况。总之，每条路径各有
其优缺点，没有哪一条路径能够完全解决问题，综合运用三条推理路径是必然的
选择。

百年中国考古学，是发现中国远古湮没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重建中国文化自
信的过程。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的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但在近现代几乎断裂，

表现在考古学上，就是对物质遗存文化意义的忽视。带着数千年文化意义积淀的物
质遗存只有科学价值，只是验证理论的材料，而忽视了它作为中国文化直接载体的
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化认同的确立是民族复兴的重要
基础。文明探源的考古学研究除了重建真实的历史，还需要认识与理解中国史前文
明的文化意义。酋邦与古国理论作为两个方向研究的代表，应该并力合作，在此基
础上，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国考古学在文明起源理论研究上
的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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